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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基于比较文学形象学，分析俄罗斯作家瓦・拉斯普京小说《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里的中国形

象。研究主要聚焦三个方面：一是作品中的中国国家形象；二是作品中的中国人的形象；三是作品中的

中国物品的形象，通过书中的具体描写总结它们的特点。在分析这些形象形成的原因时，论文从两个角

度展开。首先，结合社会集体想象物理论，看这些形象如何受到社会整体认知的影响；其次，从中俄政

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大背景出发，研究作者对本国的态度和两国之间的互动如何影响了这些异国形象

的呈现。研究发现，这些形象既体现了俄罗斯人对中国的一些固有认知，也反映出中俄文化交流中存在

的理解偏差，同时也展现了两国文化相互交融的趋势，为今后进一步推动中俄文化交流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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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imagolog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inese image in Ivan’s 
Daughter, Ivan’s Mother by Russian writer Valentin Rasputin. The study focuses on three aspects: 
first, the image of China as a country in the work; second, the image of Chinese people in the work; 
and third, the image of Chinese objects in the work, summarizing their characteristics through spe-
cific descriptions in the book. When analyzing the reasons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se images, the 
paper proceeds from two perspectives: first, combining the theory of social collective imag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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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examine how these images are influenced by the overall social cognition; second, starting from 
the background of Sino-Russian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exchanges, to study how the au-
thor’s attitude towards his own country and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ffect the 
presentation of these foreign images.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se images not only reflect some inher-
ent perceptions of China by Russians, but also reveal the misunderstandings in Sino-Russian cul-
tural exchanges, while demonstrating the trend of mutual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two cultures, 
thus providing a reference for further promoting Sino-Russian cultural exchange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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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全球化与多元文化碰撞的时代背景下，文学作品中的异国形象能映照出不同文化之间交流的状况，

让我们从中了解到不同文化的特点、差异以及相互之间的影响。比较文学形象学理论强调，“形象”的

认知功能处于“再现”与“想象”之间，即透过“异国形象”或“异国描述”所呈现出来的异国之各种内

蕴，既非认识论意义上的“真实复制”，也非毫无根据的胡乱猜想[1]。瓦・拉斯普京作为当代俄罗斯文

学的重要作家，1974 年发表长篇小说《活下去，并且要记住》获 1977 年苏联国家奖金，1985 年出版小

说《火灾》于次年再次荣获苏联国家奖金，确立了其在俄罗斯文学中的重要地位，享誉世界文坛。2003
年，拉斯普京发表其人生中最后一篇长篇小说——《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在中国反响深刻，并获

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外国文学学会主办的第三届 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其作品《伊万的女儿，

伊万的母亲》中对中国的书写，展现出作者基于俄罗斯文化与自我感受的中国想象。相较于其它俄罗斯

作家，如托尔斯泰、冈察洛夫等通过实地访问或浓厚的兴趣和研究，构建起全面的中国图景，瓦・拉斯

普京中国书写并未像他们那样，其笔下的中国素材更多是片段化的，如商品市场中的的吆喝买卖、三两

朋友间的饭后闲聊等。正是在这些琐碎的细节中，展现了瓦・拉斯普京对中国的固有认知，同时也揭示

了中俄文化交流中所存在的理解差异以及两国文化相互融合的趋势。比较文学形象学并不关注或追究这

种塑造或描述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并不在乎原型和重塑形象之间存在多大的差异，它所关心的是作家塑

造异国、异族形象时的个体因素、社会因素和文化背景因素[2]。因此，本文将运用比较文学形象学的理

论，从瓦拉斯普京作品中对中国人和中国物品的描绘这两个维度出发，分析这些形象的特征并总结影响

其塑造的因素。 

2. 书中的中国形象及构成特点 

在跨文化研究领域中，文学作品中的异国形象往往折射出特定时代与社会语境下的认知与偏见。本

书中所构建的中国形象呈现出鲜明的多元性特征：一方面，作者将中国描绘成一个有经济活力和吸引里

的现代国家，将中国人描绘为既有智慧，又凭借灵活的思维能力和勤奋的品质在社会发展中创造价值的

群体；另一方面，又将中国人描绘成精明的商业活动从事者，将中国物品刻画为“物美价廉质量欠佳”

的刻板印象，这种矛盾性塑造既包含对中国创造力与劳动价值的认可，却也暗含俄罗斯文化视角下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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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品的片面认知。 

2.1. 中国“国家”形象 

“在新时期里她拖着大行李箱乘火车乘飞机，跑中国跑韩国，还跑了一两趟土耳其，先给儿子买了

一套房子，后来又给女儿买了一套，开始独自在一套宽敞的老式两居室房子里过上老爷般的生活。”[3] 
(p. 133)此处将中国与韩国、土耳其等国家并列提及，反映出当时的中国在国际上是一个具有一定经济活

力和吸引力的国家，是人们愿意前往开展经济活动的地方。这从侧面反映出中国在新时期经济的发展，

在国际经济交流中占据着一定的位置，吸引着国外民众前来，可能涉及贸易、旅游或其他经济相关活动。

主人公频繁奔波于不同国家，“先给儿子买了一套房子，后来又给女儿买了一套”，说明她通过这种跨

国的活动获得了一定的经济收益，能够改善家人的生活条件。她到中国来可能是参与了一些经济活动并

从中获利，这也体现出当时人们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往来，而中国在其中是一个重

要的参与对象，为人们提供了实现经济目标的机会。 

2.2. 中国“人物”形象 

在书中，中国人多次出现在经济领域的活动中，积极投身当地的商品交易。例如，书中提到，“父亲

没什么资本，却占一半的股份，这时杰明可怜父亲，想出了一个主意：租一辆小货车让父亲开，为他和

那些同他关系密切的中国市场附近的小商店运送批发的货物”[3] (p. 194)。这一描述展现出中国人在当地

构建起了商业网络，与当地人形成了紧密的经济合作关系。“父亲”参与到和中国市场相关的商业活动

里，租小货车为中国市场附近的小商店运送批发货物，这体现出中国人在当地商业体系中积极参与货物

运输、贸易合作等活动，彰显了中国人在商业方面的活跃度以及对商业机会的敏锐把握。 
从形象特质来看，“把自己当成主人，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与权利”的描述体现出中国人对权力的敏

锐感知与主动利用的特点，他们虽然在异国生存与打拼，却并未因身处异乡而谨小慎微、谦卑退让，反

而以主动的姿态看待世界，意识自身拥有超越他人的力量与权力，将个人意志置于命运的安排之上，试

图在陌生环境中建立起有利于己的秩序。 
此外，书中还赋予了中国人“狡猾”的特点，比如，文中描述“中国人比较狡猾”[3] (p. 87)，“白

天他来到卖‘殖民地’商品的市场，站在一边，带着奇特的表情久久地观察着微笑的中国人和阴沉的高

加索人。他们已经张开了一个蛛网，当地的老实人非常轻易、非常愚蠢地就陷进去了”[3] (p. 186)。然而，

这种描述是一种的文化误读与偏见投射，本质上体现的是作者因文化隔阂与主观臆断，将中国人在异乡

谋求，生存发展时展现出的坚韧、智慧与策略性，事实上，作者笔下所谓的“狡猾”，或许是中国商人在

复杂商业环境中展现出的生存智慧与策略能力。 

2.3. 中国“物品”形象 

在书中的多个场景里，都体现出中国商品在当地市场有着一定的流通性。例如，“那个高加索人得

知她们是售货员，没货可卖，正在找工作，就建议她们去找他的表兄弟，那个表兄弟正在找她们这样的

人，因为他急着出手一大批中国货”[3] (p. 15)，这表明中国货在当地存在市场需求，中国人在当地商业

活动中承担着货物提供者的角色，是商品贸易链条中的重要一环。 
此外，中国商品凭借其价格优势和实用性，在当地市场占据了一定的份额。例如，“琳琅满目，价钱

便宜的中国货大世界”同时也反映出中国商品丰富多样且价格亲民，满足了当地民众的日常需求，这体

现出它们的实用价值。此外，文中“又短又薄，走风漏气的中国羽绒服”的描述将“中国制造”常与低质

量相连接，文中提到的“琳琅满目，价钱便宜的中国货大世界”，虽然展现了商品的丰富多样，但作者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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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用“破洞”形容衣服、用“嘶哑充血的细嗓子”描述推销玩具的场景，进一步强化了质量欠佳的印象。 
除了展现出的实用价值的物品特质，中国物品还被赋予了文化符号的意义。绿茶作为中国的代表性

饮品，在文中就不仅仅是一种普通饮品，更是中国文化的象征。在《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出版期

间，《新民晚报》中写道：俄罗斯人喜欢喝茶胜过喝咖啡，而且喜欢在饭后喝红茶加甜点，因此，最近台

湾产的“乌龙茶”，成为最受俄罗斯人欢迎的圣品。且莫斯科最近还盛行“功夫茶”。要改变俄罗斯人喝

红茶的传统习惯并不容易[4]。这都表明文化交流正改变俄罗斯人的茶饮习惯，中国茶文化在俄罗斯影响

力渐大。 
俄罗斯人喜爱饮茶，尤其钟情红茶，在俄语里红茶被称为“黑茶”。他们喝红茶时，习惯添加果酱、

糖、柠檬片、炼乳或牛奶等，与中国人注重茶叶本身醇香甘甜的品茶方式不同。但书中写道“后来他们

喝滚烫的绿茶，女主人的这种口味是从中国带回来的，任何其他口味的东西她已经瞧不上眼”[3] (p. 147)，
这里描写女主人对中国绿茶喜爱的细节表明中国茶文化已渗透入她的生活，改变了她的口味偏好，暗示

中国茶文化在俄罗斯社会的传播和盛行，并且她将中国的绿茶当作更高级别的饮品，也表突出中国文化

的独特性和优越性，反映当时的社会心态。 

3. 影响中国形象塑造的主要因素 

3.1. 社会集体想象物的影响 

一个作家(读者)对异国现实的感知与其隶属群体的集体想象总是密不可分的。一般说来，人们主要通

过阅读作品或者其他传媒来了解和感知异国。即使有机会亲赴异国，作为社会中的人，他们与具体的社

会、历史语境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觉不自觉地都会在这种文化大背景中来读解异国[5]。 
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丰富多彩。普希金在《叶甫盖尼・奥涅金》中提及中国的

青花瓷与茶炊；冈察洛夫在《巴拉达号三桅战舰》中用鲜活的语言描绘了中国人形形色色的日常生活画

面。作家们从不同的认知角度进行了或者客观、或者臆想的描述，中国形象总体上是正面的，是勤劳、

务实的国度，中国发明了纸张、丝绸、瓷器、火药、指南针等物质文化产物，为世界文明作出了巨大的贡

献。中国人是善良的，朴实的，他们尊师敬长，热爱生活，热爱劳作，喜好干净整洁，鄙视粗俗礼之辈

[6]。 
到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中苏两国基本保持友好关系，此时俄罗斯文学中有关中国的描写多为正面形象，

很少看到负面评价。如西蒙诺夫《战斗着的中国》纪实性展现中国解放军解放战争中英勇无畏、纪律严

明，刻画中共将领朴素形象及解放军带来新秩序；古米廖夫笔下中国形象多元，流露对中国文化历史的

兴趣与肯定。他们力图呈现一个更为真实的中国形象，而这些作家笔下中国形象的共同点反映 20 世纪上

半叶俄罗斯作家对中国现实的真实追求[7]。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国际

形象[8]。中国制造的以价格优势打开国际市场，上世纪 90 年代，俄罗斯远东地区的边境贸易中，大量中

国轻工业品涌入，包括服装、玩具、日用品等，这些商品因物美价廉受到俄罗斯普通消费者欢迎。但是

对于中国的矛盾态度在现实中也有迹可循，新形势下中俄经贸关系发展的一个特点是由于生产结构的调

整和技术水平的提高需要相当长时期，短期内难以实现根本性转变，因此未来 5~8 年中俄两国商品贸易

的品种结构难以发生实质性变化，仍然是：中方以劳动密集型商品与俄方的资源密集型产品的贸易[8]。 
瓦拉斯普京《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一书中，对中国形象的描述既包含历史文化记忆的延续，

也融入了后苏联时代的社会语境与中俄关系的新变化。一方面，作品延续了俄罗斯文化传统中对中国人

民“勤奋、聪明、精明”的认知，这种印象根植于中俄两国漫长的边境交往史与俄罗斯汉学传统。自 18
世纪比丘林等汉学家系统译介中国典籍以来，“勤劳智慧的东方民族”形象便逐渐沉淀为俄罗斯文化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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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记忆的一部分；而近代边境贸易中，中国劳动者展现的生产能力与商业智慧，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认知。

另一方面，后苏联时代的地缘政治重构与社会转型困境，为中国形象注入了新的复杂意涵。在作品中，

中国人一方面，他们被刻画为活跃的商业参与者，积极投身于当地的经济活动，展现出强大的商业活力

与进取精神，这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但另一方面，作品中又赋予了他们一些带有批判色彩的特质，从“出

手一大批中国货”的商人，到掌控市场网络的“狡猾”角色，作者笔下的中国人成为了精明且带有威胁

性的经济主体。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2000 年至 2004 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 GDP 增长的平

均贡献率为 14.3%，仅次于美国的 30.9%，排名第二。作者在书中将中国商人的商业智慧以一种归结为负

面特质，折射出俄罗斯人和社会面对中国经济影响力扩张时的复杂心态。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历经济

衰退与身份认同危机，而中国快速崛起形成鲜明对比。在此背景下，作品中“狡黠、具有威胁性”的表

述，本质上是俄罗斯社会焦虑情绪的投射。边境贸易摩擦、劳动力流动等现实问题，被文学话语放大为

对中国“扩张性”的想象，折射出后苏联时代俄罗斯在经济竞争压力下的安全感缺失，以及对自身国际

地位变迁的深刻焦虑。 
这种矛盾性书写，既体现了历史认知的延续性，也揭示了现实语境对文学形象建构的重塑作用。 

3.2. 观察者文化心理的表征分析 

《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的创作时期正值俄罗斯社会复杂的转型与恢复阶段，随着中俄文学交

流的不断深入，瓦・拉斯普京对中国文学有了更多的接触和了解。作者在创作中提及和探讨中国文化元

素，虽然文中没有直接描述中国人主动传播文化的行为，但文化元素已在悄然渗透，且与经济形象形成

对照——中国文化的传播呈现出柔和的渗透姿态。女主人对中国绿茶的偏爱，象征着中国文化元素在俄

罗斯日常生活中的浸润，暗示中国不仅是物质商品的输出者，更是文化价值的传播者。然而，作者没有

深入叙述中国人主动传播文化的内容，文化传播的呈现多停留在表层，这反映出俄罗斯对中国文化认知

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中国商品在当地市场的存在和流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

力。这种物质性与象征性的交织的文化符号的出现，突破了单纯从物质层面描绘中国物品的局限，揭示

出其在跨文化交流中所承载的深层意义。 
作者对中国读者接受其作品的欣喜，以及对中俄文学交流的肯定，展现出友好的一面。瓦拉斯普京

说道：“如今我的新书被推荐给中国读者，我自然感到高兴。让我更加感到高兴的是，该译本乃是世界

上惟一的译本；正如汇集了我近年来的短篇小说的那本书，除去几个俄罗斯版本外，只在中国得到出

版……”[3] (p1)。这表明中俄文学之间存在着相互欣赏和支持的关系。这种文学交流使得俄罗斯作家能

够更深入地了解中国的文学创作理念、文化内涵和社会背景，从而在创作中能够以更客观、理性和友善

的态度看待中国。 
“那么究竟原因何在？中国同大家一样，甚至比大家更理智，更迅捷，但在文学上则按兵不动，读

者在专注而微笑地读书，不必因羞怯和恐惧而移开视线。”[3] (p3)从这段文字对中国的描写中，可以读

出作者认为中国在文学上“按兵不动”，读者能专注而微笑地读书，不必因羞怯和恐惧而移开视线，这

暗示了中国文学有着一种平和、纯粹的特质，让读者能够在阅读中获得宁静与享受。同时，作者提到中

国“从正面拒绝接受文明世界那种喧嚣的而怪异的文化”，表明作者赞赏中国对自身文化的坚守和对不

良文化的抵制，认为中国在文化选择上有着理智和清醒的态度。作者设想如果中国近十三亿人中不少于

十亿读者都能用“善良而纯洁的榜样，用悲悯和热爱劳动，用大自然之美和人的灵魂之美，用睿智而深

刻的语言，用热爱自己土地和自己传统的榜样来教育”，那么中国文学将具有巨大的教育意义和价值。

这体现了作者对中国文学所蕴含的美好品质和教育功能的高度认可，相信中国文学能够培养人们的美好

品德，传递积极向上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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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认为以中国文学为代表的这种充满美和教益的文化，如果能与俄罗斯尚未被恶掌控的数百万人

以及西方一些得到拯救的人，还有伟大的东方和其他世界相结合，将会形成一个新的文明，一个坚决拒

绝书籍中和所有其他艺术中恶的文明。这表明作者将中国文化视为构建新文明的重要力量，对中国文化

在全球范围内推动文明进步寄予了厚望，认为中国文化所倡导的爱和美能够战胜强大的恶，为世界带来

积极的改变。文中“倘若它得以实施，我会感到幸福。我准备尽力帮助其实施”[3] (p. 3)，表达了作者对

中国文化所蕴含力量的向往和积极投身于传播中国文化、构建新文明的决心，进一步凸显了作者对中国

文化价值的高度重视和对其在世界范围内发挥积极作用的热切期盼。 
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改变了俄罗斯注视者的态度。文中作者提到“不，

不能说是沉睡——这是一个正在紧追美国的蓬勃发展的国家，那里有空前的建设高潮，有向宇宙的迈进，

以及十三亿的人民。”[9] (p. 2)这显示出作者对中国发展成就的关注和认可。中国在航天领域的突破、经

济的高速增长等成就，让俄罗斯社会对中国刮目相看，这种对中国实力的认可，使得俄罗斯文学作品中

对中国的描绘不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片面的形象，而是开始展现中国新时代的、更具创新视角的一面，

体现出注视者态度的逐渐友善。本书作为拉斯普京的最后一篇小说，也是拉斯普京对中国书写的开始，

这其中是否暗含了作者对中国在思想和态度上的转变？还有待更细致的考证和研究。 

4. 结语 

瓦・拉斯普京《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里的中国形象呈现出立体多重的特点：中国人既是精明

的经济参与者，又是潜在的文化盟友；中国物品既承载着实用价值，又蕴含着文化隐喻。这种形象的形

成，是社会集体想象物在二十一世纪历史延续的部分构成、也是注视者在二十一世纪里文化视角的转变。

而文学中这种对“他者”的复杂书写，恰恰为现实中的跨文化交流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认知范式——我们

可从三个层面将文学启示转化为实践路径。 
第一，以文学形象为参照，在现实交流中建立“双向解码”机制。小说中中国物品的实用价值与文

化隐喻的双重性，提示我们在跨文化互动中，需避免对他者文化符号的单一解读。例如，在中俄经贸合

作中，对于中国商品，既要看到其作为经济载体的实用属性，也应主动阐释背后的中国制造理念与文化

内涵；同理，对待俄罗斯的文化产品，也需超越表面的艺术形式，理解其蕴含的历史情感与民族精神，

通过这种双向的深度解读，减少因符号误读产生的认知偏差。 
第二，将文学中异国形象的“立体性”转化为跨文化交流的“包容性”实践。小说中中国人既是经济

参与者又是文化盟友的双重形象，反映出不同维度认知的共存。在当代交流中，可借鉴这种立体视角，

推动多领域的融合互动。比如，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俄合作项目中，不仅关注能源、基建等经济领

域的合作成果，更要同步开展民间文化交流活动，如中俄地方文化节、青少年研学旅行等，让经济合作

的“精明”与文化交流的“友好”相互印证，形成对彼此国家形象的完整认知，消解单一维度认知带来的

偏见。 
第三，以文学中的“认知转变”为契机，构建动态的文化认知更新机制。小说中中国形象所体现的

社会集体想象物的延续与文化视角的转变，说明异国认知并非一成不变。在当代，可通过建立常态化的

文化对话平台，如中俄学者联合研究项目、媒体互访计划等，及时捕捉并回应双方在文化认知上的新变

化。当出现如文学作品中类似的认知偏差时，能通过学术研讨、媒体澄清等方式进行修正，使双方的文

化认知始终与现实发展相契合，确保跨文化交流在准确认知的基础上持续推进，最终实现两国文化在互

懂互信基础上的共同繁荣。 
在全球化语境下，理解文学中的异国形象不仅是对他者的认知，更是对自我文化身份的反思，为我

们提供了观察中俄跨文化交流中认知偏差与交融可能性的窗口，帮助推动两国实现文化互鉴与共同发展。 

https://doi.org/10.12677/cnc.2025.134109


董洁 
 

 

DOI: 10.12677/cnc.2025.134109 769 国学 
 

参考文献 
[1] 曹顺庆. 比较文学概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109.  

[2] 孙少佩. 比较文学专题研究[M].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6: 128.  

[3] 瓦∙拉斯普京. 伊万的女儿, 伊万的母亲[M]. 石南征,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4] 中国茶风靡俄罗斯[J]. 农业考古, 1999(2): 257.  

[5] 陈惇. 比较文学[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 124-125.  

[6] 袭静. 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探析[J]. 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6, 34(5): 124-126.  

[7] 贾晓琪. 20 世纪上半叶俄罗斯文学中的中国形象[D]: [硕士学位论文]. 哈尔滨: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18.  

[8] 李逸津. 19~20 世纪俄罗斯文学文本中中国概念内涵的演变[J].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1(3): 53-58.  

[9] 国家统计局. “十五”时期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国际比较[EB/OL].  
https://www.stats.gov.cn/zt_18555/ztfx/15cj/202303/t20230301_1920482.html, 2025-03-22. 

 

https://doi.org/10.12677/cnc.2025.134109
https://www.stats.gov.cn/zt_18555/ztfx/15cj/202303/t20230301_1920482.html

	《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中的中国形象
	摘  要
	关键词
	The Chinese Images in Ivan’s Daughter, Ivan’s Mother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书中的中国形象及构成特点
	2.1. 中国“国家”形象
	2.2. 中国“人物”形象
	2.3. 中国“物品”形象

	3. 影响中国形象塑造的主要因素
	3.1. 社会集体想象物的影响
	3.2. 观察者文化心理的表征分析

	4. 结语
	参考文献

